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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分权、技术进步与工业污染排放 

--基于赣鄂湘 36 个地级市的空间计量分析
1
 

任海芝 于越 

(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工商管理学院，辽宁 葫芦岛 125105) 

【摘 要】近些年中央连续出台环境保护法规文件，地方政府也连年增加环境治理投资额，但是我国工业污染

排放量未減反 增，似乎存在“绿色悖论”现象。文章选取 2005—2014 年江西、湖北、湖南三省 36 个地级市数据，

利用空间计量模型探 讨引致“绿色悖论”的可能原因。实证分析得到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环境污染有显著正影响，

工业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有 显著负影响，相邻地区的财政分权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空间效应不明显。财政分权

的正效应大于工业技术进步的负效 应，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会加大财政分权的正效应，这个结果解释了 “绿色悖论”

在我国部分地区存在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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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环境问题持续受到社会各界的强烈关注，使国 家逐渐认识到环境保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改革开放初期，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我国走了“重经济轻污 染”的粗放型发展道路，随着环境问题越来越严重，环境 保护、治理污染的呼

声越来越高。近几年中央连续出台了 环境保护的相关文件，旨在加强对环境保护违法行为的监 管。同时，随着我国财政体系

的改革，中央为调动地方政 府的积极性，促进地方经济快速增长，一改过去“统收统支” 的财政体制而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

税收权力和支出责任范围。在财政分权体系下，地方政府在财政收支上具有更大 的主导权，可以扩大对地方环境污染的治理投

资。然而，为何在环境保护法规趋严、政府连年增加环境治理投资额、 工业污染处理技术不断提升的背景下，我国工业污染排

放 量未减反增，这似乎反映了“绿色悖论”现象。 

在财政分权下，中央是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主体，地 方政府是环境治理的执行主体，企业是环境污染排放的行为主体，同

时也是工业污染处理技术的主要单位。因此环境污染既受到地方政府的行为作用〔包括环境规制和环境态度〕，也受到企业污

染处理技术的影响，二者的共同作 用决定了地方环境污染排放水平。“波特假说”指出环境规制会倒逼技术创新，因此在中央

政府连续加强环境保护后，许多企业不得不开展技术研发，降低污染棑放量，达 到目标要求下的“节能减排”。据统计数据显

示环境规制对 相对能耗和污染排放带来一定效果，2013—2015 年我国单位工业产值能耗和单位工业产值“三废”排放量开始走

低。 但是，地方政府对区域内环境治理的态度并不显得“旗帜 鲜明”。地方政府在获得更大的财政主导权后，为了自身 利益

会与中央政府展开动态博弈，加大基建项目投资以实 现地方经济目标，而忽略环境保护、教育等民生性公共产 品。之所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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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此行为与地方政府官员的考核晋升制度密切相关，我国政府官员的晋升考核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其次官员

的任命和监督也由政府有关部门 主导，与民众的需求和意见几乎不存在关联，这二者使得政府官员有更大的动机刺激地区经济

增长，甚至会隐性地降低环境规制，导致环境污染排放增加。因此，地区环境污染程度是企业行为、地方政府态度和中央环境

政策等各方面的综合结果。 

本文即在中国特色的财政分权制度下，探讨财政分权是否会导致“逐底竞争”而正向影响地区环境污染，技术进步提 升是

否降低了环境污染，判断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效应是否大于技术进步效应而导致环境污染加重，产生我国的 “绿色悖论”

现象。不同于以往学者采用省级数据进行考察， 本文认为地县级政府在晋升和环境之间的矛盾更为突出，采用省级层面数据分

析可能会忽略掉二者深层次的影响机制，为此本文考虑采用地级市数据进行计量检验。 

2 文献综述 

国外更早对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的关系展开研究，这主要是国外的联邦国家体制决定了中央和地方之间存在着明 显的财政

分权。一些学者认为财政分权能促进环境污染减少， 这主要来自“用脚投票"和“用手投票”理论。“用脚投票”理论认为居

民可以在不同地区之间自由流动，居民会偏好于居住环境、教育等条件更加优越的地区，地方政府官员为了吸引居民，会提供

更好的公共产品。“用手投票”理论则认为居民可以通过行使民主选举权来选举能实现其福利最大化的地方边府官员。Levinson

指出政府通过采取更严格的环境规制以驱使污染型企业迀移出本地区，降低本地区的污染排放量， 提升本区域的环境质量，形

成“竞争向上”机制。 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集权会使得环境污染加重，Kunce & Schgren 认为由于资本的流动性，地方政府担

心相对较高的环境规制会导致本地区的资本向外部地区转移或者吸引不到外资，从而会降低本地区的环境规制标准，使得各地

区间的环境规制的趋劣竞争，即“竞争到底”。Sigman 指出财政分权体制会弱化政府对环境的治理，地方政府和中央会采取博

弈的态度，其利用跨国数据研究发现财政分权程度越高的地区，水污染越严重,地区间有“竞争到底” 效应，中央与地方间有

“囚徒困境”特征。 

对于“竞争向上”的美好现象，本文认为需要两个外部 条件、一是民众对于地区环境问题非常关注；二是民众有权推举和

淘汰地区领导。但是，目前的中国政治环境还无法满足这两个条件。根据前面所述，地方政府官员在财政分权下，更有主观动

机来创造当地经济发展，而忽略对环保等公共产品的投资，“重基本建设、轻公共服务”的情况 ：地方政府间竞争加剧。在这

种情况下，为了获取更大的投资，可能会对中央的环境政策采取“非完全执行”的 态度，甚至降低原先的环境管制标准，并且

引致地区间的相互竞争，这也可以从经济和产业结构越落后的地区，环境更为严重这一现象中得以反映。因此，中国更有能存

在“竞争到底”。闫文娟的省际经验显示财政分权通过政府竞争显著减少了环境诒理投资，由于政府竞争，使得财政分权对环

境治理投资的负面影响被放大。张华㈤指 出环境规制的空间策略为“竞争向上”型，但在地方政府竞争的影响下，本地区和相

邻地区的环境规制则显著促进了 碳排放，支持了“绿色悖论”现象。王艳丽和钟奥将环境 规制“逐底竞争”行为内生化，分

析得到政府降低环境规制水平显著增加本地区的高耗能产业流入，地方政府存在竞相降低环境规制标准以吸引高耗能产业投资

的现象’即“逐底竞争”和“污染避难所”假说同时成立。 

客观上，环境污染主要取决于地区产业结构，在工业经济初期，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环境污染较大。但随着经济结

构调整、环境管制加强以及环境技术进步，环境问题将逐渐得到改善。但李斌和赵新华―的研究发现技术进步在节能减排中占

据主导地位，而工业经济结构变化对工业废物降低效果并不明显。成艾华、原毅军和谢荣辉同样指出污染治理技术的进步对工

业废气污染减排起了主导作用。Levinson 的美国经验也得到了美国制造业环境质量改善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非工业经济结构

优化。可见，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治理非常关键。技术进步对环境质量的影响 既体现在生产技术的进步上，又体现在污染治理

技术上。技术进步能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率，使资源得到大量节约和循环利用，从而降低单位产出的自然资源消耗，减少环境

污染。 同时，技术进步使生产者采用清洁生产工艺、清洁能源和污染处理设备，从而改善环境质量。近几年，国家创建了以企 

业为主体技术创新体系，旨在通过企业的技术革新来推动产 品升级和制造升级，因此从地区环境污染的另一个角度看， 企业

技术进步能降低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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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到，目前国内外在考虑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时并未考虑企业技术进步可能的正向效应， 而在考虑技

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关系时也未考虑财政分权的 影响，即未将三者统一考虑。本文将从央地财政分权和企业技术进步的角度，来

分析是否由于财政分权的环境污染 正效应大于技术进步的环境污染负效应，最终导致地区环境污染不减反增，产生“绿色悖论”。

此外，Oates 指出环境质量具有地区溢出效应，污染气体、液体、灰尘等的流动性使得相邻地区环境污染并不是独立的，而相互

依存， 一个地区的污染物可能会溢出到周围地区。因此前面学者在实证分析中未考虑到空间溢出效应的影响可能会使结果存在

“失真”。为此，本文进一步考虑财政分权和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的空间效应。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构建和空间权重选择 

为了验证上面的两个假设，本文建立计量模型进行检验。前面指出，工业废气、废水等可能会由于流动性导致在地区间存

在空间溢出效应，即一个地区的环境污染可能 并不是自身区域内排放的，而可能受到地理位置相邻或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

污染排放的影响。因此，本文通过 Moran‘s 指数来检验污染排放的空间效应是否存在。此外，考虑到环境排放可能存在惯性，

即上一期的污染排放对本 期的污染排放可能存在影响，为此在方程中也引入环境污染的滞后一期。 

 

为进一步分析地方政府竞争是否加大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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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数据和变量选取 

现有大多数研究财政分权与环境污染关系、技术进步与环境污染关系的文献主要基于省级层面的数据进行分析，然而根据

前面的讨论，采用省级数据分析很可能会忽略掉地方宫员晋升动机与环境污染之间深层次的影响机制，因此本文选取地级市进

行分析。本文选择 2005—2014 年江西、湖北、湖南三个相邻省共 36 个地级市作为研宄 对象。各个选取的变量数据来源于《中

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部分省 级和全国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1）因变量。 

地区污染排放 pollution。考虑到单一的污染排放指标可能由于地区产业结构的差异性使得在反映不同地区间环境污染问题

时不能客观和全面，因此本文采用地区的工业废水、工业废气和工业烟尘排放量的总和来衡量地区的环境污染水平。考虑到三

个污染源性质不同，因此不能取直接相加的方法，本文采用功效系数法来计算权重。该指标值越高，说明地区污染排放量越大，

环境质量越差。指标的具体计算过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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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变量。 

自变量包括财政分权和技术进步两个变量。  

央地财政分权 fd。从目前的文献来看，对于财政分权有多种衡量方法，但大多数学者只采用了财政收入或者财政支出这一种指标。

如闫文娟、邓玉萍和许和连用各省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中央预算内本级财政支出来衡量财政分权。本文认为尽管采用单财政支出衡量

中计算较为简单，但不全面，由于财政支出越高的地区往往其财政收入也越高，因此本文采用人均财政净支出进行计算： 

 

工业技术进步 tech。对于工业技术进步，李斌和赵新华、原毅军和谢荣辉用工业各行业单位产值所产生的污染排放总量来表示工

业生产技术水平，用工业各行业污染最终排放量与生产污染排放总量之比来衡量工业污染治理技术水平。本文未将工业技术进步划分为

生产技术和治理技术，而直接用单位工业产值的工业污染排放量来衡量工业环境技术进步。 

（3）中间变量。 

地方政府竞争 com。地方政府竞争指的是某个区域内部不同地方政府各自采取适当的发展政策来达到经济、税收等目的。对于政府

竞争的衡量有多种指标，闫文娟用人均外商直接投资额，刘建民等用本地外商直接投资 与本地经济总值比重衡量。众多文献研究表明

外商直接投资能显著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因此实际利用外资额的大小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衡量地方政府间竞争程度。本文用各个地区人

均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作为地方政府竞争的代理变量。 

（4）控制变量。 

为全面考虑可能影响地区环境污染排放量的因素，同时控制方程中可能因自变量过少导致的估计不准确问题， 在方程中引入控制

变量，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指标、产业结 构指标、城镇化率指标和技术进步指标。 

经济发展 pgdp。本文用地区人均生产总值来表示地区 经济发展水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指出环境污染排放量与经济发展间呈

倒“U”型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同时考虑人均生产总值的平方项。 

产业结构 uis。不同产业的污染排放量不同，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地区污染排放量，进而影响地区环境质量。本文用第三产

业增加值占地区增加值的比重来反映地区产业结构。 

城镇化率 urb。人口从农村向城镇集聚的过程也会导致地区环境的变化，汽车使用量、生活污水等排放量都 因为城镇人口增加而

增多。本文用城镇人口占全地区人口 的比重来衡量城镇化率。 

4 实证分析及结果 

4.1 空间相关性判断 

表 1 显示了地区污染排放量、地区财政分权、地方政府竞争和工业技术进步四个变量的空间 Moran‘s I 指数及其显著性概率水平。

表中显示 2005—2014 年地区污染排放量的 Moran‘s I 指数值为正，且在 10%概率水平下基本上统计显著，因此认为在江西、湖北、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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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三地工业污染排放量存在空间地理上的正相关性，说明该地区的地市级污染排放量有集聚特征，污染排放量高的地市与污染排放量

高的地市相邻。财政分权变量在 2005—2007 年系数显著为正，但 2007 年后不再显著，说明在金融危机以前地区间财政分权的攀比性

可能更为严重。对于地方政府竞争上，在整个样本期 Moran‘s I 指数高度显著为正，说明我国地方政府间尤其是相邻地区的政府间竞

争较为激烈，这很可能与我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体系有关，省领导大多数由地市级领导升任，这导致了地市领导间的相互竞争。对

于工业技术进步，空间正相关性的可能性并不明显，Moran‘s I 指数在 2010 年、2012 年、2013 年统计显著，而在 2005—2009 年、2011

年以及 2014 年不显著。 

 

 4.2 财政分权、技术进步对地区污染排放的影响 

由上面的 Moran‘s I 指数可以判断出赣鄂湘三个省环境污染排放和地方政府竞争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因此应该考虑用空间回归模

型来判断三者之间的关系：表 2 列（1）显示 了以地理相邻作为空间权重的空间杜宾模型（SDM）估计结果，由 Hausman 检验得到模型

确定为面板数据固定效应， 拟合优度 R
2
为 0.926，Log-likelihood 值为-1665.66 说明拟合效果较好。从模型估计结果看到，自变量污

染排放量滞后一期系数为 0.272，在 1%概率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环境污染排放存在时期惯性。财政分权变量系数为 1.816， 在 10%

概率下统计显著，说明财政分权加强会加重地区环境污染，技术进步变量系数为 0.345，且统计显著，考虑到该指标为逆指标，因此系

数为正说明技术进步会降低工业污染排放量，技术进步系数低于财政分权，说明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要高于工业技术进步。

再看控制变 量，人均地方生产总值系数显著为正，而其平方项显著为负，说明样本地区经济发展与环境存在着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第

三产业增加值比重衡量的产业结构系数和城镇化率变量系数则不显著。再观察与空间地理权重相关的三个变量，可以看到 W×pollution

变量系数为 0.111，在 5%概率下统计显著，说明相邻地区污染增加会导致本地区污染上升。W×fd、W×tech 两个变量均不显著，说明

相邻地区的财政分权和技术进步都未产生空间溢出效应，相邻地区的财政分权和技术进步未能显著影响本地区的污染排放。 

为了检验上述结果对空间权重是否敏感，下面采用经济距离权重对两个模型进行估计。经济距离法的空间权重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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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是在表 2 的方程中引入地方财政分权与地方政府竞争乘积交叉项后的结果。从表 3 中列（1）看，环境污染滞后一期变量系数

仍然显著为正，同时，财政分权变量和技术水平变量也显示统计显著大于 0，说明环境污染排放存在惯性，财政分权会加大污染排放量，

而工业技术进步能显著降低污染排放。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交叉项系数为 6.791，在 5%概率水平下统计显著，说明地方政府竞争

会加大地方财政分权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控制变量中，只有人均一生产总值的平方项显著为负，而其余三个变量统计不显著。空间

变量中，W×pollution 同样显著为正，W×fd、W×tech 统计不显著，W×（fd×com）显著为正，说明相邻地区的地方政府竞争加强，

会通过相邻地区的财政分权来正影响本地区的污染排放。再看列（2）经济距离权重下的估计结果，除了 W×fd 变量系数由不显著转为

在 5%水平下统计显著外，其余变量和列（1）在符号和显著性上一致，这里不再一一赘述。 

以上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分权对地区环境污染会产生显著正影响，而工业技术则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制这一影响，工业技术进步能降

低地区工业污染排放。但地方财政分权的正影响程度要显著高于技术进步的负影响，导致出现环境污染不减反增的现象。此外，地方政

府竞争的加剧， 导致地方政府进一步扩大财政分权，加大对本地区基建项目投资以及吸引和保留资本投资和企业，加大了环境污染水

平。因此，财政分权和地方政府竞争的结合极有可能导致地方政府为了照顾本地和承接相邻地区的工业产业，不惜牺牲本地的环境，降

低本地区的环境规制标准，表明区域政府间有潜在的“逐底竞争”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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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分析了财政分权、工业技术进步对地区环境污& 的空间影响，并探讨地方政府竞争是否会加剧这一影呢^ 以解释我国

“绿色悖论”的部分机制。通过选取 2005—2014 年江西、湖北和湖南三个省 36 个地级市的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进行了分

析。实证分析表明，样本区域的工业污染排放和地方政府竞争具有正向空间相关性，彰显了环境污染排放和地方政府竞争的“局

部集聚”特征。财政分权对本地区环境污染有显著正影响，工业技术进步对环境污染有显著负影响，相邻地区的财政分权和技

术进步对本地区的环境污染影响并不明显。财政分权的正效应大于工业技术进步的负效应，地方政府竞争加剧会加大财政分权

的正效应，这个结果解释了“绿色悖论”在我国部分地区存在的原因，即在财政分权背景下，地方政府为了达到经济目的，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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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大的财政支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企业补贴等，而为了留住和吸引企业，甚至降低本地区的企业污染执行标准，形成了

“逐底竞争”行为，最终导致整体社会环境污染不减反增。在此结论下，本文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以改善现有制度的不完善。 

（1）要修正和完善地方政府官员考核制度，综合上级政府评价和民意评价两个方面。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产生 Tiebout

式的“逐顶竞争”，最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有权来选择自己信任的人来当任本地区的政府官员，这种制度下官员不得不考虑民

众期望。而在我国，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 心使得大多数地区走上了一条先经济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 型道路，加上上级政府大

多数以地方生产总值作为对下级 政府的主要考核标准，这就导致民众期盼的社会公共服务 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动机相违背。

2013 年年底中央组织 部出台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 工作》的通知，指出了加大资源消耗、环境

保护等指标考核 权重。总体上，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官员考核制度有 所调整，但目前来看依然不够深入，为此，要继续

因地施策， 依城考评，对于发达地区和高污染地区，要将环境等民生福利的考核权重提高，将更多的权利交给民众。 

（2）企业要加大技术创新，特别是污染型企业，要通过转型升级实现生产绿色和产品绿色。工业企业是污染排放的主要来

源，也是监管的主要对象，现阶段在公众对社会环境和产品使用要求更髙的背景下，企业必须切实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做到

不乱排、降能耗。由于污染型企业大多数是传统型制造业，这些企业在前几年科技投入低， 生产方式落后，为此，企业可以借

助这一机遇，加大科技 研发投入额，以技术创新来代替寻找制度上的漏洞，如可以通过提升工艺来减少废固、废液、废气的排

放，通过采 用环保材料、清洁能源来代替高污染材料来减少能源使用量等，通过新技术手段真正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同时对企 

业转型升级。 

（3）要细化地方财政权利，保障财政支出中的公共产品投入比重，加大社会技术创新。财政分权给予了地方政 府更大的

财政主导权，在此制度下，地方政府的“财政胃口” 必然“越吃越大”，引发了土地财政和房价非理性上涨等现象。财政收入

增加无疑能扩大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支出，然而这个支出比例与政府的偏好有关，在较多地区，政府用 下社会性产品的财政支出

远低于用于经济性产品的财政支出。政府一方面要将财政“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加大对环境、医疗、交通等方面的投入；

另一方面要从技术和产 业结构两个方面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要加强工业产 品研发，减少单位产品的污染排放，做到污

染排放物的循环回收利用，同时要不断促进工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业调整能使地区从被迫性转为主动性降低污染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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